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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碳排放的因素分解与脱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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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广义迪氏指数分解法(GDIM)分析 2000~2016年中国工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结合 DPSIR框架构建脱钩努力模型测

度工业碳排放的脱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产出规模效应、技术进步效应、能源消费规模效应和人均碳排放效应是导致工业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而

产出碳强度效应与技术进步碳强度效应是减少工业碳排放的关键因素;工业碳排放的脱钩效应呈“未脱钩~弱脱钩~强脱钩”的阶段性特点;产出碳强度

效应与技术进步碳强度效应是工业碳排放实现强脱钩的决定性因素,同时更需要调整能源结构、降低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强度来实现工业碳排放强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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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decomposition and decoupling effect of China's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s. MA Xiao-jun*, CHEN Rui-min, DONG 

Bi-ying, NIU Xue-qi (School of Statist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9,39(8)：3549~3557 

Abstract：In this paper, a generalized divisia index decomposition method (GDIM)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riving factors of China's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s from 2000 to 2016. On this basis, a decoupling effort model was innovatively constructed combing with 

the DPSIR framework to measure the decoupl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output scale 

effec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ffect, energy consumption scale effect and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s effect were the main factors 

leading to increased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s, while output carbon intensity effec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arbon intensity 

effect were the key factors which reduce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s. The decoupl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s was 

characterized by “negative decoupling~weak decoupling~strong decoupling”. The output carbon intensity effec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arbon intensity effect were the decisive factors to achieve strong decoupling of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necessary to adjust energy structure, reduce energy intensity and carbon intensity to realize the strong decoupling of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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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各国均在采取各项措施降低二氧化

碳排放来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中国承诺 2030 年

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

其中,工业部门在实现碳减排目标的过程中居于决

定性地位.因此研究中国工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与

脱钩效应,制定相应减排政策与措施,对中国总体实

现低碳目标至关重要. 

目前关于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但对影

响因素的分解方法多采用结构分解法(SDA)和指数

分解法.其中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LMDI)最为

常见
[ 1 -8 ]

.随着学术界对指数分解法的深入研究 , 

LMDI 分解法的不足也逐渐显露出来.Vaninsky
[9]
指

出包括  LMDI 在内的现有指数分解法均是以

Kaya
[10]
恒等式为基础,将目标变量分解成多个影响

因素乘积的形式,使得各因素在形式上存在相互依

赖性,而因素的选取又决定了分解结果,针对同一目

标变量选取不同影响因素进行分解时,可能会得出

相悖的结论.此外,现有指数分解法只能分析一个绝

对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无法衡量其他绝对因素与

分解过程中可能隐含因素的影响,使得分解结果不

可靠.在此基础上,Vaninsky 提出一种新的指数分解

方法,即广义迪氏指数分解法(GDIM),它克服了现有

指数分解法的不足,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分析中国

工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目前对该方法的运用较少, 

Shao等
[11]
、Wang等

[12]
和 Zhu等

[13]
采用 GDIM分别

研究了中国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和电力行业碳排放

的影响因素,得出产出规模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首

要因素,产出碳强度是减少碳排放的关键因素;邵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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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4]
和李治国等

[15]
先后考虑了投资因素对中国和

山东省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发现投资规模促进制

造业碳排放增加,投资碳强度与产出碳强度引致碳

排放减少;闫庆友等
[16]
运用 GDIM 对京津冀地区碳

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在有关脱钩分析的研

究中,王崇梅
[17]
和 Román

[18]
利用脱钩弹性指数分别

对中国和哥伦比亚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联进

行实证研究 ;Wu
[19]
、彭佳雯

[20]
、Freitas 等

[21]
、 

Grand
[22]
和 Roinioti 等

[23]
通过构建经济与碳排放脱

钩模型,分别探讨了世界、中国、巴西、阿根廷和希

腊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及程度;张娣
[24]
和

刘惠敏
[25]
分别研究了中国苏北地区和东部地区经

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关系;徐盈之等
[26]
和贺爱

忠等
[27]
通过基于 DPSIR 框架构建脱钩努力指数模

型分别对中国制造业和流通业碳排放的脱钩效应

进行分析. 

尽管现有文献对碳排放的研究视角日趋多样

化,且研究方法逐渐完善,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1)

因素分解方法欠缺.大多数文献侧重于使用 LMDI

分解法,但该方法使得各元素在形式上相互依赖,且

仅考虑了单个绝对因素的影响,未考虑其他绝对因

素与潜在因素的影响,使得分解结果不准确.(2)脱钩

效应分析不深入.单纯地使用 Tapio指数研究工业碳

排放的脱钩状态,未能深入分析各因素的脱钩效应

以及各因素在脱钩效应中的贡献.(3)因素选取片面.

在对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时,由于所选分解方法固

有的局限性,迫使因素选取不够全面.虽然部分研究

扩展了Kaya恒等式,考虑了更多的影响因素,但其只

是增加了相对因素的影响,其他绝对因素仍未被单

独考虑在内. 

基于研究现状,本文的改进和创新如下:(1)在研

究方法上,首次使用广义迪氏指数分解法(GDIM)分

析中国工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GDIM 不仅考虑了

各因素间的依赖性,同时兼顾到其他绝对因素与潜

在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2)在脱钩效应分析上,本文

在 GDIM的基础上,基于 DPSIR 框架构建脱钩努力

模型,分析政府减排努力的实际脱钩效果以及各因

素在脱钩中的作用,全面反映当前工业碳排放的脱

钩情况,为工业碳排放实现强脱钩指明方向.(3)在因

素选取上,充分考虑能源消费规模、碳排放强度和技

术进步等10个关键性因素,同时测度了各个绝对因素

的影响,将所有绝对因素和相对因素进行同时研究,

使得分析结果更加准确可靠. 

1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1.1  中国工业碳排放的估算方法 

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燃烧,世界

上二氧化碳排放量多是通过化石能源消费进行推

算.因此,本文以原煤、焦炭、原油、汽油、煤油、

柴油、燃料油、天然气 8种能源为基准估算中国工

业部门的 CO2排放量. 

根据 IPCC(2006)制定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

南第二卷(能源卷)第六章提供的参考方法和参数,与

中国已公布的相关参数相结合估算二氧化碳排放

量.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各种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的总加,具体公式如下: 

 ( )
8

1

CV CCF COF 44 12i i i i

i

C E

=

= × × × ×∑  (1) 

式中: i=1,2,…,8,表示能源种类;C 表示二氧化碳排

放量,万 t标准煤;Ei为第 i种能源消费量,万 t 或 m
3
; 

CVi为第 i 种能源平均低位发热值,KJ/kg 或 KJ/m
3
; 

CCFi 为第 i 种能源碳含量,表示单位热量的含碳水

平,kg/10
6
kj;COFi为第 i种能源碳氧化因子,即能源燃烧

时的碳氧化率,%;44/12 表示二氧化碳与碳分子量之比. 

CV 主要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7》附

录 4,CCF来源于 IPCC,COF来源于《中国温室气体

清单研究》,其他能源消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

鉴》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1.2  工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方法—GDIM 

GDIM 主要是通过 Kaya 恒等式的变形建立多

维因素分解模型 ,揭示碳排放变化的动因 .基于

GDIM 的基本原理,工业碳排放及其相关影响因素

的表达式如下: 

 CO2=(CO2/GDP)×GDP=(CO2/E)×E 

 =(CO2/P)×P=(CO2/T)×T (2) 

 GDP/P=(CO2/P)/(CO2/GDP) (3) 

 E/GDP=(CO2/GDP)/(CO2/E) (4) 

为将上述公式简便化, 令 Z=CO2, X1=GDP, X2= 

CO2/GDP, X3=E, X4=CO2/E, X5=P, X6=CO2/P, X7=T, 

X8=CO2/T, X9=GDP/P, X10=E/GDP.式中:CO2表示工

业碳排放,万 t;GDP 表示工业增加值,亿元;CO2/GDP

表示产出碳强度,t/万元;E 表示工业能源消费,万 t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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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煤;CO2/E 表示能源消费碳强度,t/t 标准煤;P 表示

人口规模,万人;CO2/P 表示人均碳排放,t/人;T 表示

工业技术进步,亿元;CO2/T 表示技术进步碳强度,t/

万元;GDP/P 表示人均工业增加值,万元/人;E/GDP

表示能源强度,t 标准煤/万元.因此,公式(2)~(4)可以

表示为: 

 Z=X1X2=X3X4=X5X6=X7X8 (5) 

 X9=X6/X2 (6) 

 X10=X2/X4 (7) 

为进一步运用 GDIM 方法,现将式(5)~(7)转换

成如下公式: 

 Z=X1X2 (8) 

 X1X2-X3X4=0 (9) 

 X1X2-X5X6=0 (10) 

 X1X2-X7X8=0 (11) 

 X1-X5X9=0 (12) 

 X3-X1X10=0 (13) 

对于因素 X,用函数 C(X)表示其对碳排放变化

的贡献,由公式(9)~(13)构造一个由各影响因素组成

的雅可比矩阵 ΦX: 

               

2 1 4 3

2 1 6 5

2 1 8 7

9 5

1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Φ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根据 GDIM方法可知,工业碳排放变化量∆C可

以被分解为各影响因素贡献之和,具体见下式: 

 [ ] ( )| I dT
X X

L

C X C X
+

Δ Φ = ∇ −Φ Φ∫  (15) 

式中:L 表示时间跨度∆C=(X2X1 0 0 0 0 0 0 0 0)
T
;I 表

示单位矩阵;“+”表示广义逆矩阵;若雅可比矩阵 ФX

中列向量线性无关,则 ФX

+

=(ФX

T
ФX)

-1

ФX

T
. 

依据式(15),本文将工业碳排放的变化分解为

10 种因素的总和 : ∆CX1,∆CX2,∆CX3,∆CX4,∆CX5, 

∆CX6,∆CX7,∆CX8,∆CX9,∆CX10.其中:4 个绝对影响因素

∆CX1,∆CX3,∆CX5和∆CX7分别表示产出规模变化、能

源消费规模变化、人口规模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对

工业碳排放变化的影响 ;在相对影响因素中,∆CX2, 

∆CX4,∆CX6,∆CX8,∆CX9和∆CX10分别表示工业发展的低

碳程度(碳生产率)变化、工业能源消费碳强度(能源

结构)变化、人均碳排放变化、工业技术进步碳强度

变化、人均工业增加值变化和能源强度变化对工业

碳排放变化的影响. 

本文以 2000~2016年中国工业部门数据为研究

对象,分析工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与脱钩效应.其中

中国工业增加值和总人口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

鉴》,为消除市场价格的影响,以 2000年为基期进行

价格平减;工业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

年鉴》;工业技术进步指标选取参考文献[28],并以

“0.55*消费价格指数+0.4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29]

折算为 2000年不变价格,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

年鉴》. 

1.3  脱钩效应分析—构建脱钩努力模型 

GDIM 主要用于研究工业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

素,但此方法仅限于从表面上分析工业碳排放的情

况,难以衡量政府节能减排努力所导致碳排放变化

的实际效果.因此,本文在 GDIM的基础上,构建了工

业碳排放脱钩努力模型.脱钩理论常被用于衡量经

济增长与物质消耗投入及生态环境保护不同步变

化的关系,这种不同步关系主要源自于经济增长驱

动力作用下,政府基于环境成本压力的反应.其理论

基础是 199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

DPSIR 框架~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反应.其

中,“驱动力”是指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根本动力和潜

在原因,是一种经济驱动因子;“压力”是指人类活动

对环境造成的直接影响 ,如本文的二氧化碳排

放;“状态”是指环境在压力因子作用下所处的状态,

如气候变化状况;“影响”是指研究主体在所处状态下

对人类及社会发展的影响;“反应”是指人类为限制环

境恶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作出的努力或积极政

策 

[26-27]
. 

在本文中,政府节能减排努力是直接或者间接

减少碳排放所采取的政策或措施,具体是降低能源

强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调整能源结构和提高低

碳技术发展水平等.因此,依据 GDIM分解结果,政府

的减排努力(∆F)可以间接表示为: 

∆F=∆Ctot-∆P=∆Ctot-∆CX1=∆CX2+∆CX3+∆CX4+ 

 ∆CX5+∆CX6+∆CX7+∆CX8+∆CX9+∆CX1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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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16)可知,产出规模效应∆P(∆CX1)与政府减

排努力∆F 呈负相关关系. ∆F 表示人类为限制碳排放

所采取的政策或措施,可以理解为“反应”因子, ∆P

表示碳排放的经济驱动因子, ∆Ctot表示环境的直接

压力因子.根据上述分析与 DPSIR 框架的原理,本文

在分解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如下脱钩努力模型: 

 Dt=-∆F/∆P (17) 

式中:Dt 表示碳排放的总脱钩效应.当 Dt≥1 时,表示

强脱钩效应;当 0<Dt<1 时,表示弱脱钩效应;当 Dt≤1

时表示未脱钩效应.对脱钩努力模型进一步分解得

到各影响因素的脱钩效应: 

Dt=∆Ctot-∆CX1=(∆CX2+∆CX3+∆CX4+∆CX5+∆CX6+ 

 ∆CX7+∆CX8+∆CX9+∆CX10)/∆P (18) 

=DX2+DX3+DX4+DX5+DX6+DX7+DX8+DX9+DX10 

式中:DX2、DX3、DX4、DX5、DX6、DX7、DX8、DX9与

DX10分别表示产出碳强度、能源消费规模、能源碳

强度、人口规模、人均碳排放、技术进步、技术进

步碳强度、人均增加值与能源强度的脱钩效应. 

2  实证结果及分析 

2.1  工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分析 

2.1.1  工业碳排放驱动因素的阶段性分析  本文

基于 GDIM 方法,利用 R 语言对 2000~2016 年中国

工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分解,得出产出规模效

应(GDP),能源消费规模效应(E),人口规模效应(P),

技术进步效应(T),产出碳强度效应(CO2/GDP),能源

消费碳强度效应(CO2/E),人均碳排放效应(CO2/P),

技术进步碳强度效应 (CO2/T),人均增加值效应

(GDP/P),能源强度效应(E/GDP)和总效应(CO2).为

了便于分析,将研究时间 2000~2016年划分为 3个阶

段:2000~2005 年、2005~2010 年与 2010~2016 年,

根据公式(10)和(15)计算得出因素分解结果,如图 1

所示. 

通过图 1 可以看出,2000~2016 年,产出规模效

应、能源消费规模效应、人口规模效应、技术进步

效应和人均碳排放效应对工业碳排放变化起正向

驱动作用,产出碳强度效应、技术进步碳强度效应、

人均增加值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起负向驱动作用,

能源消费碳强度效应的正负驱动作用均有出现. 

在工业碳排放变化的正向驱动因素中,产出规

模的驱动效应从 2000~2005 年的 3.96 亿 t 增加到

2005~2010年的 6.84 亿 t,再减少到 2010~2016年的

6.03 亿 t,其驱动作用在后 2个时间段内均是最强的,

这意味着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对能源需求的刚

性较大,如果此时实行强制性减排政策势必会以牺

牲工业经济发展为代价.能源消费规模的正向驱动作

用不断减弱,由 2000~2005 年的 3.63 亿 t 降低到

2005~2010年的 2.88 亿 t 再到 2010~2016年的 1.12 亿

t,分别下降了 20.78%与 61.14%,主要是由于中国在

“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

标,赋予节能减排重大战略决策地位,以及在“十二

五”时期由于工业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升级,中国

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消费瓶颈约束更加突出,中国

政府提出了加快转变能源发展方式、合理控制能源

消费总量的发展战略,工业部门也相应地制定了节

能减排措施,减少工业能源消费.人口规模效应的正

向驱动作用最弱,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人口规模不

断扩大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带动工业等行业的经

济发展,增加能源消费,导致工业碳排放增加.技术进

步效应对工业碳排放起正向驱动作用,这主要是由

于技术进步减少碳排放的程度尚不足以抵消技术

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带来的碳排放增加,最终导致碳

排放量的增加.这一结论与申萌
[30]
、金培振

[31]
的研

究结论基本一致.因此,为了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

减少的双重目标,未来中国工业部门应加快工业技

术升级,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引进以节能减排为

导向的低碳技术,同时加大力度降低技术进步碳强

度.人均碳排放效应对工业碳排放变化起正向驱动

作用,但其驱动作用有较大的波动,从 2000~2005 年

的 3.66 亿 t增加到 2005~2010年的 3.62 亿 t,然后迅

速降至 2010~2016年的 0.58 亿 t,较 2005~2010年相

比下降了 83.93%.这主要是由于 2011年中国政府在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低碳目标,同时不断

增强对节能减排的重视程度,逐渐完善节能减排激

励约束机制,低碳概念深入民心,全民节能减排意识

不断提高,从而导致人均碳排放效应的正向驱动作

用减弱. 

在工业碳排放变化的负向驱动因素中,产出碳

强度效应的促降作用最强,且其作用逐渐增强 ,从

2000~2005 年的 0.22 亿 t 增加到 2005~2010年

1.94亿 t再到 2010~2016年的 3.59亿 t,这可归因于中

国政府在十一五时期做出承诺,争取到 2020 年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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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强度降低 40%~45%的目标,而在 2017年中国碳强

度比 2005年下降约 46%,已经超额完成 2020年碳强

度目标.因此,随着碳生产率的提高与工业低碳型经

济发展模式,预计未来产出碳强度效应的驱动作用

将进一步增强.技术进步碳强度效应的负向驱动作

用仅次于产出碳强度效应,由从 2000~2005年的 1.43

亿 t 减少到 2005~2010 年 1.03 亿 t,再迅速增至

2010~2016年的 2.48 亿 t,增长幅度最大,为 139%,这

主要是随着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落实,技术进步将

更多地偏向于节能减排,加大减排技术的研发与创

新投入,从而引导技术进步朝着有利于资源节约、环

境保护及其与社会、经济、环境 3E 系统之间的良性

循环方向协调发展,技术进步对减排的影响也逐渐凸

显,因此技术进步碳强度效应对二氧化碳减少的影响

效应相对更大.人均增加值效应驱动工业碳排放减少,

这个结果看似不符合常理. 

  

-40000

-20000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G
D
P

C
O
₂

/G
D
P E

C
O
₂

/E P

C
O
₂

/P T

C
O
₂
/T

G
D
P
/P

E
/G

D
P

(
)

2000~2005

2005~2010

2010~2016

G
D
P

C
O

2

/G
D
P E

C
O

2

/E P

C
O

2

/P T

C
O

2

/T

G
D
P
/P

E
/G
D
P

8 

6 

4 

2 

0 

-2 

-4 

碳
排
放
(亿

t)
 

 

-40000

-20000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2000~2005 2005~2010 2010~2016

碳
排

碳
(万

t)

GDP CO2/GDP 

E

CO2/E P

CO2/P

T CO2/T 
GDP/P

E/GDP CO2 

14 

12 

10 

8 

6 

4 

2 

0 

-2 

-4 

碳
排

放
(亿

t)
 

 
图 1  工业碳排放变化的阶段性分解结果 

Fig.1  Staged factor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s 

Vaninsky
[9]
指出人均增加值是一个相对量指标,

是两个绝对量指标工业增加值与人口规模之比,这

两个指标的变化将会影响它们各自的碳化,而这种

碳化很可能是不同步的;其次是工业人均增加值与

其他若干个指标相关联,通过式(8)~(13)的计算作用

于所有指标,同时以这种方式将其自身变化分配到

其他指标中,而在计算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中,只有

其自身变化的一部分被计入在内,其余部分被计入

到其他指标的影响中.因此,人均增加值的这种互联

性质使得其可能表现为负向驱动作用.人均增加值

的促降作用暗示着人们福利的动力滞后于国家工

业经济的发展.在 2000~2005年与 2005~2010年两个

时间段内,能源强度效应的作用最弱,仅占 1.1%,但在

2010~2016年已增加到 0.35 亿 t,相当于 2000~2005年

的 17.5 倍,这是由于中国首次在“十一五”规划中明

确提出“能源强度”这一约束指标,并在不同时期制

定了能源强度下降目标,促使工业企业转型,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减排效果显著,可以预期在未来一段时

间内降低能源强度是节能减排的重要举措. 

能源消费碳强度效应的驱动作用是双向的,在

2005~2010年增加碳排放0.20亿 t,在2000~2005年和

2010~2016 年促使碳排放减少 0.42 亿 t 和 0.33 亿 t.

表明在 2005~2010 年中国再次出现重工业化倾向与

粗放型经济增长,而在 2010~2016年中国能源结构低

碳化调整,同时提出能源结构低碳目标,到 2020年,非

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天然气比重

达到 10%以上,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 62%以内,石油

比重为剩下的 13%.因此,调整能源结构、降低能源消

费碳强度对工业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至关重要. 

2.1.2  工业碳排放驱动因素的累积贡献分析  为

了更加全面地分析各驱动因素对工业碳排放变化

的动态影响,本文以 2000年为基期,计算了各驱动因

素的累积贡献值,结果如图 2 所示. 

由图 2可知,2000~2014年工业碳排放量不断增

加,但增速减缓,2014 年是碳排放量的极大值点,为

29.96 亿 t,年均增长率为 32.66%,而在 2014 年后开

始出现下降的趋势,2015年与2016年碳排放累积量分

别下降了 1.8%和4.4%.这说明节能减排政策卓有成效,

其主要由于中国在“十二五”以来,淘汰落后产能、推

广先进节能减排技术、实施减排技改项目、加大投

资对太阳能、风能以及水电等清洁能源的开发、提

高工业能源效率和能源利用率,在保持工业经济增长

的情况下,减少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如中国在

2014年的可再生能源投资领先全球,895 亿美元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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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相当于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的三分之一.因此,加快

工业经济低碳转型和能源低碳转型,加大低碳技术创

新,落实节能减排政策,开发清洁能源,将是中国工业

碳排放减少的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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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工业碳排放驱动因素的累积贡献 

Fig.2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of factors driving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s 

从各驱动因素的累积贡献可以看出,产出规模

效应的驱动作用最强,占总贡献的 51.64%,其次是技

术进步效应,然后是能源消费规模效应与人均碳排

放效应,再次是产出碳强度效应和技术进步碳强度

效应.其中产出规模效应起正向驱动作用,从 2001年

的 0.46 亿 t增加到 2016年的 14.53 亿 t,年均增长率

为 25.88%;技术进步效应促进工业碳排放增加,但其

边际驱动增量递减, 2001~2016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23.43%;能源消费规模效应与人均碳排放效应同样

对工业碳排放变化起正向驱动作用,促进碳排放增

加,并且两者的增长趋势相同,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4.53%和 28.01%.在碳排放负向驱动作用中,产出碳

强度效应和技术进步碳强度效应是促进碳排放减

少的关键因素,产出碳强度效应的驱动作用在2002~ 

2005 年明显下降,年均增长率为 43.24%,于 2005 年

之后开始稳步增长,年均增长率为 29.34%;技术进步

碳强度效应的促降作用逐渐增强 ,年均增长率为

20.02%.人口规模的促增作用和人均增加值的负向

驱动作用均不显著,分别引致碳排放累积变化 0.73

亿 t与 0.70 亿 t;能源消费碳强度效应的负向驱动作

用起伏波动,2007 年为累积碳排放最多的转折点,为

0.60 亿 t,自 2015年后开始大幅度回升,2016年累积

碳排放 0.47 亿 t是 2015年的 2.09倍;能源强度效应

的负向驱动作用相对最弱,至2016年累积减少碳排放

0.15 亿 t,约占碳排放累积总量的 1%,这主要是由于中

国能源结构单一以及可替代的低碳型能源发展缓慢.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通过调整能源结构、降

低产出碳排放强度和技术进步碳强度、提高经济增

长质量以及降低能源强度等方式落实节能减排政

策卓有成效,但远未达到预期的减排目标,说明中国

工业部门碳减排之路任重道远.由于中国是发展中

国家,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目前正处于

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消耗巨大,如果

实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强制减排措施并不

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因此,未来中国应加快推动经

济低碳转型和能源低碳转型,就工业而言,其具体的

碳减排措施应着重于调整能源消费结构、降低能源

强度、加大低碳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开发与使用清洁能源等,争取早日实现中国

工业碳减排的长远目标. 

2.2  工业碳排放的脱钩效应分析 

通过构建脱钩努力模型分析工业经济增长与减

排双赢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政府落实减排政策的实

际效果,如表 1所示.中国工业碳排放的脱钩效应呈现

出“未脱钩~弱脱钩~强脱钩”的阶段性特点.其中

2000~2011年表现为未脱钩效应,2011~ 2014年表现

为弱脱钩效应,2014~2016年表现为强脱钩效应. 

2.2.1  未脱钩效应分析  2000~2011 年工业碳排放

表现未脱钩效应,而这种效应呈先减弱后增强再减

弱再增强的“W”型阶梯增长.2000~2004 年未脱钩效

应逐年下降,2004~2005 年后未脱钩效应不断增长,

而在 2008~2009 年未脱钩效应开始突然下降,在

2009~2010年后未脱钩效应又回弹为逐年增强,出现

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2000~2004 年中国经济

增长的方式还处于由粗放低效型向集约高效型转

变的初级阶段,经济增长的同时必定会消耗能源排

放二氧化碳,而工业经济增长的方式又多是“高能

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因此会导致碳

排放的增加;2004 年以后国家开始关注经济增长所

带来的负面效应,出台了多项政策法规,如 2004年和

2005年出台的《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与《可再生

能源法》,以及 2006年首次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些法规的实施促使工业碳排放

的减少,引致未脱钩效应不断上升;从脱钩努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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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来看,2008 年的脱钩努力指数值出现拐点,这主要

是受 2007年底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形势严峻,作

为中国国民经济主导行业的工业在所难免,中国政

府于 2008 年末出台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推动工业

经济复苏和经济增长,而在国家出台的经济刺激计

划下,工业很可能出现盲目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和经

济结构不合理,导致未脱钩效应下降;随后由于经济

逐渐复苏,同时又受制于国家节能减排政策,低碳化

技术与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煤炭等化石能源消

耗减少,工业碳排放脱钩效应相应逐渐上升. 

表 1  2000~2016年中国工业碳排放的脱钩效应 

Table 1  Decoupling effect of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s industry from 2000to 2016 

年份 Dt DX2 DX3 DX4 DX5 DX6 DX7 DX8 DX9 DX10 

2000~2001 -0.6705 0.5417 -0.6215 0.2061 -0.0672 -0.3580 -1.1124 0.6964 0.0424 0.0021 

2001~2002 -0.7375 0.5256 -0.8040 0.3661 -0.0569 -0.3888 -1.6440 1.2147 0.0504 -0.0007 

2002~2003 -3.6155 -0.1736 -1.1956 0.0231 -0.0456 -1.1496 -1.5349 0.3893 0.0656 0.0059 

2003~2004 -4.5462 -0.3989 -1.4126 -0.0027 -0.0495 -1.3837 -1.7633 0.3868 0.0618 0.0157 

2004~2005 -3.0693 -0.0379 -1.1330 0.1019 -0.0457 -1.0045 -0.8564 -0.1607 0.0633 0.0036 

2005~2006 -1.2674 0.3821 -0.6571 0.0921 -0.0355 -0.5502 -0.8114 0.2459 0.0655 0.0013 

2006~2007 -0.8048 0.4781 -0.5245 0.0769 -0.0295 -0.4399 -1.0362 0.5890 0.0749 0.0063 

2007~2008 -0.5837 0.5530 -0.2657 -0.1288 -0.0490 -0.3536 -0.7032 0.3078 0.0395 0.0164 

2008~2009 -1.9653 0.2214 -0.4528 -0.2873 -0.0449 -0.7122 -0.5828 -0.1584 0.0441 0.0075 

2009~2010 -1.3354 0.3675 -0.5406 -0.0400 -0.0359 -0.5642 -0.3590 -0.2251 0.0569 0.0049 

2010~2011 -0.9575 0.4653 -0.5486 0.0623 -0.0417 -0.4590 -0.7554 0.2667 0.0487 0.0042 

2011~2012 0.1143 0.6567 -0.2673 -0.0265 -0.0555 -0.2443 -0.4877 0.4907 0.0337 0.0145 

2012~2013 0.0101 0.6272 -0.2637 -0.0629 -0.0578 -0.2746 -0.5701 0.5661 0.0319 0.0141 

2013~2014 0.5757 0.8499 -0.2157 0.1128 -0.0720 -0.0336 -0.4894 0.3834 0.0258 0.0146 

2014~2015 1.6870 1.1146 0.1722 -0.0031 -0.0739 0.2494 -0.1313 0.3030 0.0207 0.0353 

2015~2016 2.7699 1.3838 0.1097 0.3363 -0.0930 0.5426 -0.7988 1.2406 0.0190 0.0298 

 

2.2.2  脱钩效应分析  从 2008~2009 年后未脱钩

效应逐年增强,2011~2012 年开始出现脱钩效应.其

中 2011~2014 年呈 “�”型增长的弱脱钩效应 , 

2014~2016 年呈递增型增长的强脱钩效应,这是由

于“十一五”时期 ,国家把降低能源强度和减少主

要污染物排放量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约束

性指标,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十一五”时期节

能减排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政府认识到实施

节能减排政策的效果较好,在“十二五”和“十三五”

时期中国政府更大力度地实施节能减排政策,“十二

五”时期的节能减排目标是到 2015年全国万元GDP

能耗下降到 0.869t 标准煤,比 2010 年下降 16%(比

2005 年下降 32%),实际在“十二五”时期,全国单位

GDP 能耗降低了 18.4%,超额完成节能减排预定目

标;“十三五”时期的节能减排目标是到 2020年,全国

万元 GDP能耗比 2015年下降 15%,单位 GDP二氧

化碳排放降低 18%.目前中国工业部门加快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减少能源消费,支持低碳技术创新与推

广,减少资源性、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同时严格按

照国家规划的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

确目标责任,狠抓贯彻落实,强化考核问责,确保实现

节能减排目标和碳排放强脱钩. 

从各驱动因素的脱钩贡献得出,技术进步效应

对总脱钩贡献最大,占总贡献的 91.68%,阻碍工业碳

排放实现脱钩;其次是能源消费规模效应与人均碳

排放效应对总脱钩效应的抑制作用,分别占总贡献

的 49.48%与 45.91%,且两者脱钩努力指数与工业总

脱钩努力指数的变动趋势相一致,即减少能源消费

与人均碳排放是实现脱钩效应的重要途径.产出碳

强度效应与技术进步碳强度效应均促进工业碳排

放实现脱钩效应,分别占总贡献的43.81%与42.41%,

对实现工业碳排放的强脱钩效应起着决定性作用,

因此,工业部门应加大力度降低产出碳强度以及加

大投入以节能减排为导向的低碳技术进步.能源消

费碳强度效应的脱钩贡献比例为 0.12%,且呈波动

状态,时而促进时而抑制碳排放实现脱钩,这主要是

由于当前中国工业经济快速发展,仍是以消耗高碳

能源为主,新清洁能源供不应求;人口规模效应、人

均增加值效应与能源强度效应的脱钩贡献较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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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阻碍工业实现脱钩效应,后两者驱动工业实现脱

钩效应,人口规模效应的微上升抑制作用反映出随

着中国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加,人们的生活消费需求

与就业需求也相应增加,而这些都与工业息息相关,

均直接或间接阻碍着工业实现强脱钩,而人均增加

值效应因其特殊性促进工业实现脱钩,同时能源强

度的微弱促进脱钩作用也暗示着中国应加快调整

能源强度,减少对化石能源的消耗,加大对清洁能源

的使用与低碳化技术的投入使用,为环境改善、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3  结论 

3.1  通过分析工业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可知,

产出规模效应的正向驱动作用最强 ,其次是技术

进步效应、能源消费规模效应和人均碳排放效应

的正向驱动作用;而产出碳强度效应是驱动工业

碳排放减少的首要因素 ,随之是技术进步碳强度

效应与人均增加值效应的负向驱动作用;其他因

素的驱动作用均较弱 ,其中人口规模效应促进工

业碳排放的增加 ,而能源强度效应与能源消费碳

强度效应减少工业碳排放,且减排趋势逐渐增强,

碳减排潜力巨大. 

3.2  在工业碳排放各驱动因素的累积贡献中发现,

工业碳排放的累积量不断增加,但累积增速减缓, 

2014年为极大值点,达到 29.96 亿 t.产出规模效应的

累积贡献最大,占碳排放总量的 51.64%,技术进步效

应的贡献次之,为 42.46%,随后是能源消费规模效应

与人均碳排放效应.在碳排放负向驱动累积贡献中,

产出碳强度效应与技术进步碳强度效应是碳排放

减少的决定性因素. 

3.3  在工业碳排放脱钩效应分析中得知,中国工业

碳排放的脱钩效应呈现出“未脱钩~弱脱钩~强脱

钩”的阶段性特点.2000~2011 年间工业碳排放呈

“W”型阶梯增长的未脱钩效应,2011~2014 年间呈

“�”型增长的弱脱钩效应,2014~2016 呈递增型增 

长的强脱钩效应.技术进步效应、能源消费规模效应

与人均碳排放效应阻碍工业碳排放实现脱钩,产出

碳强度效应与技术进步碳强度效应促进工业碳排

放实现脱钩,人口规模效应、能源消费碳强度效应、

人均增加值效应与能源强度效应对总脱钩的贡献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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